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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传统产品和服务创新理论的固定边界、生命周期、预设目标、主体范围

等前提被打破，产品服务系统（PSS）在形态、特性、功能、逻辑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愈发重要。

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作为PSS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和关键影响因素，反映了企业数字

化转型中“想转”和“能转”两方面。本文基于战略构型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根据数字化转型战

略和数字化能力水平划分二维四象限组合，探究各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对

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挖掘其作用机制。研究获得如下结论：（1）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

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及

其互动耦合关系水平越高；（2）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

补联合水平越高，服务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3）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

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本文通过分类组合，深入探讨

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拓展和丰富了数字化转

型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企业PSS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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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兴起，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三一重工运用大数据分析、互联网、物联

网等手段，发展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远程诊断、故障追溯、产品监控、移动应用等智能化服务，探

索工业互联网+保险创新应用，引领行业变革。美的集团推出智能煮饭机器人、智能冰箱等人

工智能产品及应用，发展产品之间的广泛联接，并将转型经验封装为解决方案，创造新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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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总体看，这些数字化转型赛道上的领跑者无一不关注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

PSS）的数字化转型。PSS由产品、服务及两者互动耦合组成，是价值活动的关键产出，有效的

PSS数字化转型被视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Hausberg，2019；Vial，2019）。国
际知名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由2018年的37分上

升至54分，其中转型成功的企业，普遍以产品和服务转型为导向建立战略格局，其突出特征是

在持续深耕主营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果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并在最近三年中使新产品和服

务营收在总营收中的占比超过50%。可见，业界十分关注PSS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因此，需要挖

掘PSS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指导。

从理论层面来看，虽然有些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及数字化能力是PSS数字化转型

最关键的环节（Chanias等，2019），反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关键的“想转”和“能转”两方面，但

这些研究相对独立，尚未意识到两者的影响效果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一方的缺失势必会腐蚀

整体的优势和作用的发挥，带来不同的PSS数字化转型产出，因而已有文献对现实中企业数字

化转型现象的解释力不足。事实上，PSS数字化转型不仅要考虑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还要将

战略与具体实施的数字化能力结合起来，这也符合战略构型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的观点。战略

构型理论认为，数字化转型战略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战略布局与战略重构，企业在由原

有战略向新战略转变的过程中，需要重新思考经营模式、战略目标、技术条件、业务结构等要素

特别是所需能力的变化，只有在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指导下实现多个关键要素的“重新构造”和
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再匹配”， 推动组织内部要素再次达到“稳定”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数字

化转型（赵洪瑞等，2019）。动态能力理论认为，数字化能力是数字时代动态能力的一种具体表

现，支持企业分析、解释和评估数据与信息，为PSS数字化转型活动中的创建、更新、重新配置

资源提供工具性支持（李树文等，2021），竞争优势和产出由战略指导下合理配置数字化能力从

而有效利用独特的大数据资源决定（Black和Boal，1994；赵立龙和魏江，2015）。由此可以推断

数字化转型战略与数字化能力之间的关系，即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引数字化能力的培养和构建，

而数字化能力又是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能力，支撑战略调整和变化（Wang等，

2020），制约战略实施的过程和效果（Grant，1996）。由此，不同水平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

能力形成的不同组合分别如何影响PSS数字化转型值得进一步讨论，这是本文拟解决的核心

问题。

基于此，本文试图开展一些创新性工作，根据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水平，划分积

极战略—高能力、积极战略—低能力、保守战略—高能力、保守战略—低能力四种组合，并探讨

不同战略和能力组合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由于保守战略—低能力组合的企业并没有实

际开展数字化转型，并不具有讨论意义。因而，本文主要剖析了前三种组合对企业PSS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

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与现有主要聚焦产品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相比，进一

步明晰PSS数字化转型中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特征，深入分析产品与服

务数字化转型的互动耦合关系，回应传统创新理论在数字化情境中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丰富

PSS数字化转型研究。第二，与现有单独讨论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研究相比，首次

构建二维四象限组合矩阵，探讨和检验两者的不同组合对企业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为数字

化转型战略与数字化能力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第三，与现有分别针对数字化转型和服务化的研

究相比，讨论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互动耦合关系，以及前因变量和影响机制，在需求拉动

的服务化和技术推动的数字化转型这两个相对独立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同时对于企业如何利

用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促进PSS数字化转型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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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基础

1.数字化转型战略

数字技术对企业内部运行和外部环境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制定和实施

数字化转型战略已成为传统企业应对这种挑战的有力回应（Chanias等，2019）。从根本上讲，数

字化转型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战略问题（Warner和Wäger，2019），企业需要从战略管理高度规

划、协调和推进复杂的数字化转型前准备、转型过程以及转型后发展问题（Matt等，2015）。因
此，制定和实施清晰科学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于传统企业转型成功至关重要。数字化转型战略

的已有研究主要涉及内涵和维度、动态性和影响结果等。Matt等（2015）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是

指支持企业由数字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战略转型以及转型中或转型后企业运营发展的战略定

位，是指导和支持数字化转型的蓝图，包括数字技术使用、价值创造变化、结构变化和财务等方

面。Hess等（2016）进一步将这四个维度细化为11个题项，并通过案例访谈方法予以验证和调

整。Sebastian等（2017）基于25家数字化转型企业实践，提出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个关键战略

是用户参与战略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战略。有些学者关注了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动态性，例如

Chanias等（2019）构建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的整合模型，指出数字化转型战略融

合了信息系统战略和商业战略，是高度动态的调整和变化过程，包含一系列的关键决策活动。

此外，还有学者开始尝试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影响结果，例如Wang等（2020）利用中国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182份问卷样本数据，讨论数字化转型战略对提升长短期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微观

机制。

2.数字化能力

数字技术为转型提供了基本的技术工具，是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擎。企业是否有能力

利用数字技术，感知、抓取复杂市场变化，灵活整合和配置各类要素资源（Vial，2019），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转型的效率和有效性。因此，数字化能力能够反映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利用

程度，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Lenka等（2017）以四个工业制造企业的定性数据

为基础，提出数字化能力是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分析、选择和批判性地评价数据和信息，并将

其进行共享和协作，从而创造价值的潜力，包含智能能力、连接能力和分析能力。其中智能能力

是配置智能硬件组件的能力，保障在低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感知和捕获信息，涉及硬件组件升级

（如软件应用程序）以及产品使用状况收集等；连接能力是通过无线通信连接数字化产品的能

力，涉及信息或信号从智能产品传输到存储和处理中心（如云上虚拟化）以及智能产品之间的

连接；分析能力是将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方案和可操作指令的能力，涉及开发规则、业务逻辑

和算法，利用信息或数据预测运行状态（如预测设备更换时间）以及为用户需求提供方案。数字

化能力通过感知机制识别、评估和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通过响应机制对用户需求的变化做出

快速和主动反应，从而与用户实现价值共创。

3.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组合矩阵

对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不同组合的讨论既可以分类深入探究不同组合下两者互

补联合的影响，又能够进一步解释战略构型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中关于战略与能力共同构建

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转型的论断。以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水平为基准，构建两者之间的

二维四象限组合矩阵，包括积极战略—高能力（PH）、积极战略—低能力（PL）、保守战略—高能

力（CH）和保守战略—低能力（CL）（见图1）。数字化转型战略（积极/保守）体现了企业实施数字

化转型的预期状态好坏和努力程度高低，数字化能力（高/低）体现了企业智能能力、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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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连接能力的大小。

4.PSS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正在向传统的产品服务创新理

论发起挑战。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可供性和

可再生性使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重新整合和

重新使用变得更加容易（Nambisan等，

2019），PSS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混乱性、模

糊性、多样性和波动性（Lyy t i n e n等，

2016）。产品服务边界不明晰、生命周期不

固定、参与主体更广泛、过程和产出不可分

等新表现挑战了传统创新理论中产品和服

务拥有稳定和固定边界等假设前提（Yoo，
2012；刘洋等，2020），致使传统创新理论对数字化情境中产品和服务创新实践的解释力严重不

足。Nambisan（2017）、谢卫红等（2020）等学者也呼吁对产品和服务创新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探

究。PSS数字化转型涉及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以及产品与服务关系转型。数字化

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作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如何对PSS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1）产品数字化转型

产品数字化转型是利用各种数字技术的组合，推动现有产品实现升级，同时推出新产品的

过程（刘洋等，2020）。本文认为产品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形态、特性、功能、逻辑等

方面。

从形态看，产品主要包括两大类：数字技术赋能物理实体的数字化产品和纯数字产品（刘

洋等，2020）。前者利用数字和网络信息使物理部件本身价值得以强化提升，体现了作用于“物
体”的属性趋向（罗建强和蒋倩雯，2020），如智能手机通过物理部件、数字部件、互联部件的结

合改变了产品的体系架构，产生数字实体性（Lyytinen等，2016）。后者本身不具有实体性，完全

依托于数字基础设施存在，可以针对不同用户需求快速地重新整合和重新使用（Yoo等，

2010），体现了“虚拟”属性趋向，如在线商城中的APP。从特性看，数字化转型产品具有收敛性

和自生长性（刘洋等，2020），收敛性指产品边界变得模糊和可流动（Nambisan，2017），如智能

手机在首次购买时并不完整，需要安装应用程序将新功能结合到现有产品中，这打破了传统产

品创新理论中固定边界的假设。由于数字技术是可自我参照、可延展和可重新编辑的，产品数

字化转型呈现出持续不断进化的自生长性，具有高度可塑性和动态性（Yoo等，2012），一方面

催生新的创新快速出现，但同时产品转型难以控制和预测（Nambisan，2017），如APP根据用户

使用和反馈进行实时地迭代升级，这挑战了传统产品创新理论中有关生命周期的假设。从功能

看，产品的数字化通过将功能从形式和内容从媒介中分离（Yoo，2010），使企业可以实时收集

产品信息进而及时发现和响应“用户痛点”，扩大功能，增加自分析、自检测、自升级等新功能，

形成与用户动态需求的良性匹配（Visnjic等，2016）。从逻辑看，产品数字化转型依赖适应逻辑。

适应逻辑涉及企业依托平台进行数据驱动，利用用户的海量数据获取丰富的市场需求信息，大

幅提升与用户互动频率和反馈速度，在产品功能或形态上进行实时调整，从而提高产品与用户

需求的适配度（肖静华等，2020）。这与通过事前计划的方式确定产品形态、功能和特性，对用户

需求反应能力不足的传统产品创新过程存在很大差别。

（2）服务数字化转型

产品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空间正在不断受到侵蚀，服务正在从产品的附属品成长为价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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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组合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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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主要环节（姜铸和李宁，2015）。服务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与用户进行深度交互，

为用户升级现有服务流程，提供新的数字服务内容和交付方式的过程（Paschou等，2020）。本文

认为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形态、特性、功能、逻辑等方面。

从形态看，服务主要包括支持用户产品的数字化服务和支持用户行为的数字化服务两类

（胡查平等，2018）。前者以智能连接产品为载体，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及其与产品的匹

配性，如针对产品销售的在线客服服务。后者指支持客户行为或运营的服务，如制造企业为用

户提供数字化的云服务、生产系统设计等数字化服务。从特性看，数字化转型服务除具有收敛

性和自生长性（刘洋等，2020），还拥有可嵌入性和显化性（罗建强和蒋倩雯，2020）。数字化服务

的边界不断扩大，内容和形式不断优化，能够与产品进行任意组合形成协同效应，价值性也被

企业和用户识别与认知。从功能看，服务的不可预测性和非线性加强，功能不断扩展，包括辅助

产品销售、增加产品附加值等简单功能，以及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和全周期解决问题的方案等复

杂功能。从逻辑看，服务数字化转型也依赖于适应逻辑，强调企业与用户互动合作，通过信息的

即时交互和即时反馈不断验证和及时调整服务，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肖静华等，2020）。
（3）产品数字化转型与服务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互动耦合关系

企业不再单纯提供产品或服务，而是以用户为中心，提供各类产品与服务的组合包（张睿

君等，2020）。在PSS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罗建强和

蒋倩雯（2020）提出产品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数字化转型在适度范围内具有“推拉式”的互动耦合

关系，产品数字化转型为服务数字化转型提供物理或虚拟载体，对服务数字化转型具有推动作

用，同时，服务数字化转型是产品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补充和拓展，也是产品数字化转型的必然

要求，又存在反向拉动作用，两类转型能够互相促进创造更大价值，这种互动耦合关系主要体

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产品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数字化转型之间形成互相促进的耦合关系。

依据与多主体的实时、双向交互，合理布局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顺序、规模、策略，进而使

两类转型产出形成相互支撑、协同互补之势。其次，服务数字化转型可以适度超前于产品数字

化转型。产品数字化转型通常资源约束更强，路径依赖效应明显，而服务数字化转型较为“柔
性”，价值创造空间大，易于超前。超前部署服务有助于感知、捕捉和利用新的服务机会，识别和

收集用户对于产品升级和创新的大数据信息，强化对产品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

（二）研究假设

1. PH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均处于较高水平的企业不仅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也有能

力进行数字化转型，即“想转”又“能转”。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

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首先，从产品架构角度来看，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数字化

能力的互补联合促进产品分层模块架构的构建与创新，促进产品数字化转型。随着制造企业越

来越多地将数字组件嵌入到产品中，出现了一种兼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新型产品架构，即分层

模块架构（Yoo等，2010），模块化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复杂性和增加灵活性。分层模块架构是物

理产品模块架构和数字技术分层组件的混合体，包括硬件层（如计算机硬件）、网络层（如网络

标准）、应用层（应用功能）和内容层（如文本声音），通过跨层次的松散耦合产生强大的生成能

力。例如更新的数据内容可以灵活导入地图应用，而地图应用又基于不同的网络标准捆绑在台

式电脑、移动电话、汽车等不同的设备上，产品创新可以在任何层次独立出现并导致对其他层

级的连锁效应（余江等，2017）。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能够总体设计和指导资源与能力的配置和

使用，驱动企业构建和升级产品分层模块架构，进行组件间、模块间、产品间、产业与环境间的

互动和创新。而高数字化能力能够保障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执行，其中智能能力支持企业配置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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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层和升级硬件组件，连接能力支持企业在网络层搭建无线通信网络连接数字产品，分析能力

支持企业在应用层和内容层将数据转化为指令和内容，形成可视化模拟，为实现产品创新升级

做准备。因此，以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为指导，高数字化能力为支撑，两者互补联合推动产品分

层模块架构的构建以及单一层次上不同产品要素的水平整合和不同层次间的垂直耦合，通过

与用户实时互动灵活添加新的功能和设计，进行自我生长和更新，实现产品数字化转型。

其次，从用户需求角度来看，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推动企业收

集和利用用户数据，挖掘和满足用户需求，促进产品数字化转型。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作为一

个长期目标管理数字化转型过程（Matt等，2015），协调、优化和推进转型努力，注重对用户数据

的迅速收集和分析，挖掘用户需求，追求新发展机遇。而高数字化能力保证企业与用户之间的

关系强度和信息共享速度，实时掌握用户需求，其中连接能力能够优化升级交易平台和交流平

台，使动态功能和实时管理成为现实，智能能力能够降低大数据的获取成本和难度以及与用户

之间的沟通成本，提供产品转型的潜在机会，分析能力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评估风险并以较低的

边际成本高效配置资源，将获取的全周期用户大数据转化为具有操作价值的预测性洞察力，开

拓新业务领域，并不断完善数字化转型战略。因此，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产品数字化转

型的未来发展愿景、行动纲领和策略（Pihir等，2019），高数字化能力在其中起到保障执行的作

用，两者互补联合驱使企业通过深度分析实时数据更清晰更快速地捕捉用户显性需求，从而快

速迭代完善现有产品，并挖掘和引领用户的潜在需求，从而开发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的新产

品，实现产品数字化转型。基于以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

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

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服务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首

先，从服务架构角度来看，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促进服务模块化架

构的构建与组合，促进服务数字化转型。服务模块之间的设计和改进通过标准化界面进行互

动，能够提高外部内联性和内部标准化，促进模块内升级及模块间重组，满足定制化需求

（Gremyr等，2019），例如汽车金融服务可以分解为众多松散或独立的模块，包括分期付款服务

模块、融资租赁服务模块、再融资模块和信托租赁服务模块等，通过特定的联系规则在模块之

间进行联结和协作，快速反应用户的动态化和个性化需求（余长春等，2013）。服务模块化架构

的构建和管理依赖于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即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导企业积极建立和升级服务

模块化架构。数字化能力支持企业开发“外部”标准化接口来定义服务模块之间的关系，其中智

能能力、分析能力能够收集和匹配大量信息，建立大数据知识库模块支撑上层模块发展，连接

能力支持用户参与服务全周期每个模块的研发与服务活动，允许定制服务模块组合创建个性

化服务。因此，实行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企业努力建立和升级服务模块化架构，而高数字化

能力使企业能够持续升级和创新服务模块，两者互补联合推动企业根据用户需求快速匹配服

务模块，提高服务灵活性和多样性，实现服务数字化转型。

其次，从与用户共创角度来看，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促进与用

户之间的协同合作，促进服务数字化转型。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将用户视为价值创造的主体，

改变企业与用户之间传统的角色和互动方式，将交易关系转化为价值共创关系。高数字化能力

提供了新的服务内容和交付方式，其中智能能力提供软件应用程序和数字用户界面，收集关于

服务状况和用户对服务使用情况的信息，连接能力支持企业与用户之间双向、实时地共享与交

换要素资源，有助于开辟新的价值创造场景，分析能力使企业能够依据实时信息柔性化调整和

个性化推荐服务方案。因此，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引导企业的资源配置与战略行动，高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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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支持多主体之间双向、实时地共享与交换要素和资源，两者互补联合推动企业与用户之间

建立新的网络和价值链，促进关于服务的创意、想法、资源的深度互动，以共同创造价值

（Lucas等，2013），实现服务数字化转型。基于以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服

务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

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互

动耦合关系水平越高。构建产品和服务的协同优势是制造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坚持积极

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企业，以创造顾客价值为基本出发点，构建灵活的产品和服务模块设计机

制，灵活配置资源以快速匹配产品和服务模块（Nakos等，2019），形成互补支撑之势，避免无序

和混乱。同时高数字化能力使企业能够利用生成的数据，通过在线和移动服务来补充产品的功

能和价值，新技术整合速度的不断提升帮助制造企业根据实时的用户需求数据不断推进产品、

服务中模块的升级和耦合。因此，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企业为满足用户需求努力推进产品和

服务模块之间的快速匹配和有序发展，高数字化能力帮助企业持续升级和创新产品服务模块

适应性和灵活性，两者互补联合增强产品和服务的可组合性和可拓展性，使产品和服务的数字

一体化解决方案成为可能（Rymaszewska等，2017），甚至出现服务的前瞻性创新，进而带来产

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紧密协同。基于以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

品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互动耦合关系水平越高。

2. PL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和低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服务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数

字化转型战略处于较高水平，而数字化能力处于较低水平的企业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以把握

弯道超车的机遇，却尚未形成足够的数字化能力进行转型，即“想转”又“转不动”。积极数字化

转型战略将数据驱动的理念、方法、机制根植于企业发展全局，通过一系列决策活动指引企业

努力推进产品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数字化转型，但低数字化能力意味着无法充分收集和利用产

品和服务的数据资源潜力，难以完全把握用户需求，限制了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内容和深

度，尤其对于推进较为“刚性”且创新约束高的产品数字化转型而言更是困难重重。与此同时，

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强调对数字技术的利用和部署（Hess等，2016），制定长远数字化发展规

划，指明每一时期转型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驱使企业在资源约束下努力寻找新的途径，努力借

助外部力量（如融资或加入互联网平台）获得基础数字技术使用权，满足最基本的数字化运营

需求。由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更弱，可以适度超前于产品数字化转型，此

时企业将优先进行服务数字化转型，开发新服务组件或模式，与用户建立情感的属性趋向和长

期业务关系，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产品或享受服务带来的效用，拓展服务价值创造空间，建立

市场差异化优势（罗建强和蒋倩雯，2020）。因此，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引企业推进产品与服务数

字化转型，但受制于低数字化能力，无法充分激发数据利用潜力，很难推进创新要求更高的产

品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更弱的服务数字化转型成为首选。基于以上，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H2：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服务

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

3. CH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保守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数

字化转型战略处较低水平，而数字化能力处于较高水平的企业出于路径依赖或转型的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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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主动寻求较大幅度的数字化转型，但在政策鼓励或环境影响下通过技术沉淀、购买或外包

等形式拥有一定的数字化能力，即“能转”却“不想转”。高数字化能力基于嵌入在产品之中的传

感器和执行器以及提供服务的网络系统，提升用户活动和参与行为的可数据化程度和速度，数

据具有高易获得性和高商业价值性（Erevelles等，2016），但保守数字化转型战略限制了数据资

源创新价值潜力的充分发挥，致使企业难以突破原有的业务范围，又因为服务的无形性和价值

创造的不可预见性，因而这类企业不倾向于推进较为“柔性”且需要高创新主动性的服务数字

化转型，而倾向于升级原有产品。与此同时，高数字化能力为产品新的功能性、更高的可靠性、

更高的效率性提供了可能性和机会（Lenka等，2017），支持产品的自我学习和升级，并通过产品

与用户充分连接和整合进一步发展预测性的洞察力，为企业适时调整数字化转型战略进而创

新业务提供依据。因此，数字化能力为充分利用数据进而创新产品和服务做好准备，但保守战

略限制了企业拓展业务范围和激发创新潜力，进行高创新主动性的服务数字化转型意愿不强，

更倾向于升级原有产品。基于以上，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H3：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

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

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

据此，本文旨在剖析数字化转型战略

和数字化能力在PH、PL、CH三种组合下两

者的互补联合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实证研究。调查对象为制造企业，主要对长春市、珠海市、青

岛市、济南市、北京市等地的制造企业展开问卷调查。本文采用时滞调查法，分两阶段进行，邀

请企业的高管人员分阶段填写调查问卷，第一阶段填写基础信息、数字化转型战略、数字化能

力的问卷题项，第二阶段填写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问卷题项。共发放调查问卷

425份，回收29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246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57.88%。

根据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性质等特征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企业年龄以8—15年
为主，占比48%，企业规模以500—1 000为主，占比37.7%，企业性质中的国有控股企业占比38.6%。

（二）研究量表

本文借鉴相关变量的成熟量表，并利用逆向翻译法对问卷中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进行修正。

本文采用Likert-7量表，受试者被要求对每个题项进行1分（表示强烈不同意）到7分（表示完全

同意）的评分。（1）数字化转型战略主要参考Hess等（2016）开发的量表，使用11个题项进行测

量。Cronbach's a系数为0.962。（2）数字化能力主要参考Lenka等（2016）开发的量表，使用6个题

项进行测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932。（3）产品数字化转型主要参考Brown和Eisenhardt
（1995）、李随成等（2013）开发的量表，使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789。（4）服
务数字化转型主要参考Bilderbeek和den Hertog（1998）、姜铸和李宁（2015）开发的量表，使用

4个题项进行测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716。（5）本文以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为控制

变量。企业年龄按成立年数1—5年取“1”，5—8年取“2”，8—15年取“3”，15年以上取“4”。企业规

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
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

PSS数字化转型

产品数字化
转型

服务数字化
转型

CH

PH

PL

 
图 2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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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按全职工数0—200人取“1”，200—500人取“2”，500—1 000人取“3”，1 000—5 000人取“4”，大于5 000
人取“5”。企业性质中非国有企业编码为“0”，国有企业为“1”。

四、  研究结果分析

（一）信效度分析

本文利用SPSS24.0和Mplus7.4软件进行信效度检验。得到各量表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最

低值为0.605大于0.6且无跨载荷，题项信度SMC最低值为0.367大于0.36，组合信度CR最低值为

0.716大于0.7。本文选用与内容契合且广泛引用的量表，并进行多次修改和完善保证内容效度。

根据表1，四因子载荷拟合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且优于其他因子说明变量间具有一定区分效

度，单因子拟合最差说明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综上所述，量表信效度表现较理想。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区分效度

模型 χ² df RMSEA CFI TFI SRMR
四因子 460.705 269 0.054 0.957 0.952 0.037
三因子 1 328.386 272 0.126 0.761 0.736 0.109
二因子 1 375.887 274 0.128 0.750 0.727 0.111
单因子 1 581.389 275 0.139 0.704 0.677 0.119

　　注：四因子模型：包含数字化转型战略、数字化能力、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四个因子。三
因子模型：基于四因子模型，合并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为一个因子。二因子模型：合并数字化转
型战略、数字化能力为一个因子，合并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为一个因子。单因子：合并四个
变量为一个因子。
 
 

（二）描述性统计

对控制变量和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可知，核心变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由各量表的信效度和相关系数表现可以发现，不同来源的量表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可以进行下一步假设检验。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1 2 3 4 5 6 7
1 age
2 size 0.360**

3 nature 0.236** 0.198**

4 DS 0.069 0.192** −0.144*

5 DC 0.001 0.200* −0.048 0.499**

6 DTP 0.137* 0.211** −0.003 0.477** 0.451**

7 DTS 0.211** 0.181** −0.013 0.420** 0.441** 0.497**
Mean 3.077 3.357 0.386 5.243 4.926 5.171 5.057
S.D. 0.776 0.922 0.487 0.914 1.092 0.952 0.903

　　注：*、**表示在10%、5%水平上显著；age为企业年龄，size为企业规模，nature为企业性质，DS为数字
化转型战略，DC为数字化能力，DTP为产品数字化转型，DTS为服务数字化转型，下同。
 
 

（三）假设检验

借鉴卢艳秋等（2017）的分类方法，利用SPSS24.0采用K—平均值聚类分析，将聚类数设定

为2，ANOVA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在类间分布均有差异（p<0.001），再根据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

字化能力各分两类形成四组数据，分别对应四种组合。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和假设，分别对积极

战略—高能力组合（N=120）、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N=61）、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N=32）
等三种组合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的产品数字化转型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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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大致呈现扁平的左偏分布，服务数字化转型平均值为5.59，大致呈现扁平的左偏分布，产

品数字化转型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乘积项大致呈现尖峭的左偏分布；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

的服务数字化转型平均值为4.80，大致呈现扁平的左偏分布；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的产品数

字化转型平均值为5.03，大致呈现扁平的左偏分布。三种组合下的K-S检验、S-W检验的结果均

显示p<0.001，并利用散点图、Q-Q图辅助判断，最后得到样本数据通过了正态性检验。

首先，检验假设H1a、H1b、H1c。在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下，Model2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

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乘积项（β=0.428，p<0.001）对产品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1a得到支持。Model8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乘积项（β=0.489，p<0.001）对
服务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b得到支持。Model14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

字化能力的乘积项（β=0.389，p<0.01）对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乘积项有显著正向影响，假

设H1c得到支持。

其次，检验假设H2。在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下，Model4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

化能力的乘积项（β=0.222，p>0.05）对产品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不显著，Model10结果数字化

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乘积项（β=0.389，p<0.05）对服务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

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能够促进服务数字化转型，假设H2得到支持。

最后，检验假设H3。在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下，Model6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

化能力的乘积项（β=0.389，p<0.001）对产品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Model12结果数字化

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乘积项（β=0.158，p>0.05）对服务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说

明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能够促进产品数字化转型，假设H3得到支持。

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
 

表 3    产品数字化转型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产品数字化转型

积极战略—高能力 积极战略—低能力 保守战略—高能力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age 0.158 0.110 0.119 0.114 0.233 0.137
size 0.203* 0.175 0.107 0.108 0.042 −0.076

nature −0.178 −0.133 0.167 0.189 −0.046 −0.095
DS×DC 0.428*** 0.222 0.389***

R² 0.088 0.211 0.068 0.079 0.250 0.530
Adj_R² 0.066 0.184 0.019 0.013 0.170 0.460

F 4.359** 7.553*** 1.390 1.199 3.110* 7.606***

　　注：*代表p <0.05，**代表p <0.01，***代表p <0.001，下同。
 
 

 
表 4    服务数字化转型以及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乘积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服务数字化转型 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

积极战略—高能力 积极战略—低能力 保守战略—高能力 积极战略—高能力
Model7 Model8 Model9 Model10 Model11 Model12 Model13 Model14

age 0.194 0.142 0.213 0.204 0.276 0.237 0.196 0.156
size 0.120 0.091 0.015 0.018 −0.273 −0.321 −0.050 −0.075

nature 0.017 0.071 −0.063 −0.025 −0.135 −0.155 −0.086 −0.045
DS×DC 0.489*** 0.389* 0.158 0.389**

R² 0.070 0.204 0.115 0.238 0.164 0.179 0.026 0.131
Adj_R² 0.047 0.177 0.070 0.183 0.074 0.057 0.002 0.101

F 3.047* 7.256** 2.976* 4.133** 1.827 1.471 1.224 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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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使用Likert-7级量表测量变量，因而3、4、5分为中间水平数值，又结合数字化转型

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平均值在5分左右，最终选取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测量值大于

5或小于5作为新的分类划分标准，并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再次对假设进行检验。利用

Mplus7.4软件进行路径分析，得到PH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乘积项到产品数

字化转型和服务数字化转型及其互动耦合关系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 .530（p<0 .001）、
0.515（p<0.001）和0.347（p<0.01），PL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乘积项到服务数

字化转型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72（p<0.05），CP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乘积项

到产品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82（p<0.01），该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因而结论是稳

健的。

五、  结论与展望

（一）讨论与结论

本文根据战略构型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基于（积极/保守）数字化转型战略和（高/低）数

字化能力水平划分二维四象限组合，围绕不同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

合如何影响PSS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积极战略—高能力组合下，企业“想转”又“能转”。（1）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

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基于产品架构角度，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引

企业构建和创新产品分层模块架构，数字化能力保障数字化转型战略执行，两者的互补联合促

进单一层次不同要素水平整合和不同层次间的垂直耦合，促进产品数字化转型。基于用户需求

角度，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导对更大范围和更多来源的用户数据进行有效识别与处理，数字化能

力支撑战略实施，降低交易和协调成本，形成洞察力，两者的互补联合使企业掌握和引领用户

的显性和潜在需求，根据用户需求和反馈快速试错迭代，不断完善现有产品和创造新产品。

（2）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服务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基于服务

架构角度，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导企业建立和升级服务模块化架构，数字化能力支持模块标准化

接口建立和模块升级，两者的互补联合推动服务模块改进升级和灵活重组，促进服务数字化转

型。基于与用户共创角度，数字化转型战略驱使企业与用户建立新的联结方式和交易机制，建

立紧密关系共创价值关系，数字化能力借助新介质使得共创合作成为可能，支持服务适应动态

的用户需求，实现服务升级和创新。（3）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产

品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互动耦合关系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引企业构建灵

活的产品和服务模块设计机制，数字化能力帮助企业根据用户需求使用和反馈数据，推进产

品、服务模块的升级和耦合，两者互补联合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适应性和扩展性，支持产品和服

务模块灵活组合以及服务的前瞻性创新。

第二，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水平越高，服

务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而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

合水平越高，产品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想转”又“转不动”的企业实施积极数字化转型战略，

但受制于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只能在借助外部力量满足基本数字技术需求基础上，优先发展

资源约束更弱且可适度超前的服务数字化转型作为当前时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能转”却“不
想转”的企业拥有一定数字技术基础，但保守数字化转型战略决定了企业难以突破或颠覆原有

的业务范围，而服务的价值不可预见性和高创新主动性使企业望而却步，从而更倾向于利用数

字化能力升级现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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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贡献

第一，与现有主要针对传统产品和服务创新的研究不同，本文明晰了数字化转型新情境下

涌现出的PSS数字化转型中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及其互动耦合关系等新变量的

内涵和特征，并推进了PSS数字化转型研究在前因变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深入，有力回应了

余江等（2017）、Nambisan（2017）对于推进PSS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呼吁。传统的创新理论的创新

围绕预定目标展开、创新主体的范围有限、产品和服务边界固定、产品和服务遵循一定的生命

周期等假设已经被数字化转型情境下出现的新表现打破，这些新表现包括过程的规划性和目

的性降低、参与主体多元化、产品和服务边界模糊化、可快速进行迭代升级、产出与过程不可分

等。目前研究对于这些新表现带来的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新的内涵特征仍不明晰，也没有建

立起严格的研究假设或经过科学的定量方法检验，导致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研究缺乏充分

讨论和方法支撑（谢卫红等，2020），亟待深入探究。为此，本文深度解析了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

型内涵和特征，搭建起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影响PSS数字化转型及其互

动耦合关系的模型，并利用实证研究对相关假设予以验证，拓展了PSS数字化转型在内涵特

征、影响因素和研究方法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洞见。

第二，与已有主要分开讨论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研究不同，本文根据战略构型

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系统分析在积极战略—高能力、积极战略—低能力、保守战略—高能力

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与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为数字化转型战

略与能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回应了赵立龙和魏江（2015）在战略和能力之间进行更多讨

论的呼吁。现有文献已经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是数字化转型的前因，均能够单独

影响PSS数字化转型。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者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战略是聚焦于

业务或PSS上的转型（Yeow等，2018；Pihir等，2019），确定PSS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举措，为整

个数字化转型过程提供清晰的愿景和指导（Chanias等，2019）。数字化能力研究者普遍认为，数

字化能力可以作为操作资源嵌入到产品或服务中，为与用户的资源、流程和结果进行互动提供

新途径（Parida等，2015；Lenka等，2017）。然而以上研究忽视了两点：一是如果企业不具备足以

支撑PSS深度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优势显然会被侵蚀，反之亦然；二

是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之间并非独立，而是彼此影响，会形成互补联合关系，两者的

结合共同影响PSS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深入讨论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

如何影响PSS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为此，本文在划分二维四象限组合的基础上，深

入分析各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对PSS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有助于

更深刻地理解数字化转型战略与数字化能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不同组合下两者的互补联合对

PSS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理论贡献，并为以上学术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支持。

第三，与现有将需求拉动的服务化和技术推动的数字化转型视为两个独立领域的研究不

同，本文探讨了产品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数字化转型之间的“推拉式”耦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和

机制，有助于加深数字化转型研究与服务化研究之间的联系，回应了罗建强和蒋倩雯（2020）提
出的关于结合实证研究验证产品和服务创新互动耦合效应的呼吁。长期以来，学者们将数字化

转型和服务化视为独立的领域，近期学者们开始关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并出现了“数字服

务化”的概念，但现有研究大多将服务化与更广义的数字化转型联系起来，没有充分考虑数字

化转型中产品与服务转型之间越来越重要的互动耦合关系（Frank等，2019）。为此，本文首先讨

论了产品与服务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的互动耦合关系，而后探寻了能够强化产品与服务数字

化转型之间互动耦合关系的前因变量及路径机制，发展了数字化转型和服务化关系的相关研究。
 

14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4卷第4期）



（三）实践启示

第一，企业要坚定不移地走数字化转型之路，重视PSS数字化转型中的产品数字化转型、

服务数字化转型及其互动耦合关系。管理实践中对产品、服务及其关系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仍然

较为浅薄，尤其对于具体“转什么”这一问题亟需理论指导。本文发现PSS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

化转型的核心产出，具有独特的类型、特性、功能和逻辑，产品和服务之间呈现“推拉式”的互动

耦合关系。这要求企业积极推进产品和服务在类型、特性、功能和逻辑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同

时注重两者之间的动态协调，为用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并可适度超前创新服务拉动产品转

型，建立核心竞争优势。

第二，企业可以有机结合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作为推进PSS数字化转型的有效

途径。本文分析并检验了不同组合下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互补联合对PSS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为战略和能力水平各异的企业在推进PSS数字化转型时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参

考指南。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应识别自身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水平，有针对性地进

行改进和优化，另一方面，应根据实施的组合选择合适的数字化转型对象。对于积极战略—高

能力组合的企业而言，以数字化转型战略为指导，将数字化能力深入应用至产品、服务及其互

动耦合关系当中，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有效管理和协调具体的PSS数字化转型过程。对

于积极战略—低能力组合的企业而言，虽然受数字化能力水平所限，难以在产品中嵌入最新数

字技术以及在服务中快速满足用户需求，但是这类企业可以依托积极战略有重点地推进数字

化转型，优先进行资源约束更低的服务数字化转型，未来发展要积极通过引进、研发、租用等多

种方式建立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并培养专业的数字化人才和团队建立独特的数字化能力。对

于保守战略—高能力组合的企业而言，由于并不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但是其数字化能力优势

又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收集数据资源，形成价值性的洞察力，这类企业可以优先选择本身业务

范围内的产品进行数字化转型，并伺机调整战略，未来发展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涉及全

局的战略性变革，从上而下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并在企业内充分交流形成共同理解。对于保

守战略—低能力组合的企业而言，应将数字化转型上升至企业战略层面，并努力提升数字化

能力。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受到主客观条件约束，本文仍存在不足之处，未来研究可改进：第一，本文聚焦于同时拥有

产品和服务的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问卷发放与收集具有一定难度，导致有效样本数量

相对偏小，影响研究结论的严谨性和普适性，未来研究可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样本研究。第二，

本文依据水平高低划分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能力的二维四象限组合，事实上，数字化转型

战略和数字化能力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划分角度和方式，未来研究可以此为基础，探究不同组合

下的数字化转型问题。第三，本文认为四种组合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企业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可能经历多种组合之间的进化，未来可以动态地研究数字化转型战略与数字化能力在企

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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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a key output of enterprise value activiti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PSS)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suc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mean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S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practices. However, although some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igital capability are the most critical asp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SS, reflecting the
two key aspects of  “wishing to transfer” and “being able to transfer”,  these studies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have not yet realized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two complement and restrict each other. The
lack of one party will inevitably erode the overall advantages and functions, and bring different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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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PSS. Therefor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reality.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strategic configuration theory
and the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according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igital capability
level, four combinations are divided: active strategy – high capability, active strategy – low capability,
conservative strategy – high capability, conservative strategy – low capability. The combination of
conservative strategy – low capability is not of discussion significance. So,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first three combination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SS.

Based on 246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are that: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active strategy –
high capability, the higher the complementary combination lev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igital capabilit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rodu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rvi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ve coupling relationship;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active strategy – low capability, the
higher the complementary combination lev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igital capabilit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ervi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conservative strategy – high
capability, the higher the complementary combination lev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igital
capabilit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rodu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implications are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unswervingly take the roa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S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igital capabil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it. The future directions are that: To carry
out large sample research in a wider range; to find other perspectives and ways to divid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igital capability; and to explor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The contributions are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produ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v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ervi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S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igital capability, a two-dimensional four-quadrant combination matrix is construct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explore and test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 two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SS,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levant research.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digital  capabil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SS; 
produ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rvi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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